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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

———舒尔茨理论的对错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黄宗智

　　作者题记：本文是作者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先后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

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所做讲演的讲稿。讲

稿大部分录自作者已经发表的论文，根据本文主题梳理连贯或重写，这里不再一

一注明。感谢当时在座各位先生、同学的反馈。特别感谢人大农发院严瑞珍老师

的详细评议。

摘要：本讲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理论对错的系统梳理，说明中国农业

过去的内卷以及今天的可能出路，提出从农业本身挖掘出路以及后工业化 “小农

经济”的设想。同时说明作者提倡的从经验实际出发来提炼理论概念———而不是

从脱离实际的前提信念出发来推断理论———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　过密型农业　集体化时期　改革时期　食物消费转

型　历史性变迁　后工业化小农经济　美国模式　国家体制　经验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中的 “农民”在

市场经济的运作下会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推向最高效率的 （供需）均衡，他们绝对

不愚蠢、懒惰。要改造传统农业，关键在教育农民使用新技术，借此发展 “人力

资本”。农民一旦认识到可以运用新技术得利，便会推进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

国家绝对不应干涉市场的运作，更不应该废除土地私有，替之以集体农业和计划

经济。在舒尔茨的观点之中，中国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盘错误，导致

了经济停滞。而改革时期的非集体化和市场化乃是其后发展的关键，剩下来的不

足之处则在于未曾完全建立私有产权和全面市场化。今后中国农村的出路是他设

想中的美国模式———以完全私有化、追求最高利润的企业化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制

度。这套认识今天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的 “主流”，其赞同者认为其首要条件在

土地产权的完全私有化。

我今天的讨论想从舒尔茨的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认识出发，逐步延伸到其他方

面，把他的误识和他正确的认识区别开来，借此来讨论中国当前的农村经济问题

以及可能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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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问题

首先，舒尔茨整套分析的出发点是他对市场机制的信念，认为它必定会 “把

生产要素的使用推向最高效率的均衡”。因此，他特别强调，在市场化的传统农

业中，不可能存在劳动力的过剩———因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乃是一

个稀缺资源，在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下，不可能会出现低效率的过剩现象。

作为经验证据，他引用了印度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发生的流行性感冒疫症，该流

行病当时使印度农村劳动力减少约８％，农业生产水平因此显著下降。舒推论

说，农业中若真有 “零价值”的劳动力，生产应该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他

认为这个经验证实了他的理论———即传统农业中没有所谓劳动力过剩。（Ｓｃｈｕｌｔｚ，

１９６４：第４章；中文见舒尔茨，１９９９）

但是，这样的推理明显不符实际。首先，他假定所有农户受到同等比例的影

响，而实际不会如此，有的农户会全家病倒，有的不受影响。如果有８％的农户

因疫症而全家不能耕作，农业生产水平肯定会下降，哪怕其他农户的绝大部分都

有剩余劳动力。此外，农业劳动高度季节化，要看疫病影响是否在农忙季节，而

后者即使显示全就业，并不表示在农忙季节之外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 （亦可称作

就业不足或隐性失业）。舒没有考虑这些经验细节，因为他主要是个理论家，关

心的是纯理论问题，而不看重理论与经验实际的紧密连接。

对他本人来讲，真正关键的不是他的经验论证，因为他对印度所知十分有

限，正如他对中国实际所知一样。他真正关心的是理论，而真正支撑他的观点的

乃是他关于市场经济的一套理论。在他的论证中，一个关键概念是他所拟造的

“零价值”劳动力稻草人，他争论说世界上不会有为零报酬而投入劳动的农民，

因此，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劳动力过剩。但实际上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并不等于零

价值的劳动，如此来论证没有劳动力过剩，只是一种辩论游戏，对了解实际问题

没有帮助。

１．明清以来

历史事实是，中国明清以来因为各主要河流流域的核心地区人口已经基本饱

和，人口的持续增加要么导致了向边缘地区的移民，要么是核心地区在按日报酬

递减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到１９、２０世纪，华北平原符合舒尔

茨逻辑的只有该地使用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他们因为可以根据需要而适当

调整劳动力，达到了劳动力和土地在现存技术条件下的最佳配置，平均是２５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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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个劳动力。但这样的高劳动效率农场只占该地总耕地面积的１０％，其余的

耕地是由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种植的，而他们的劳均耕地面积只达到

１０亩。他们一般比经营式农场每亩投入更多的劳动天数，得到的是不成比例的

稍高的亩产。按照每劳动日报酬计算，要比经营式农场差得多。

在那样的情况下，家庭农场相当普遍地从粮食生产转向部分的棉花—纱—布

生产。后者每亩地需要１２到１８倍于粮食种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远远不到那样

倍数的收入 （棉花需要约２０天种植、１６１天纺纱织布，相对于粮食的约１０天／

亩。江南地区亩产３０斤皮棉，可以织２３匹布，每匹纺纱４天，织布１天，弹花

及上浆等２天，共７天。）（黄宗智，２０００ｂ：８４）。在江南，也有不少农户从粮食

生产转到蚕桑种植，以９倍的劳动力投入换取３、４倍的净收入。很明显，无论

是棉花—纱—布还是蚕桑—缫丝生产的每劳动日所得，都和粮食种植相去甚远。

这就是我之所谓 “内卷”或 “过密”型生产。因为这样的生产也是两地 （尤其是

江南）农村商品化的主要动力，我也称之为 “内卷型商品化 （或市场化）”。

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是家庭农场的特殊组织性，与舒尔茨心目中的资本主义

企业组织不同，家庭成员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同时，一个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

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这样，在人口压力下，也就是说在土地不足的情况

下，一个家庭农场会为生存需要而在土地上继续投入劳力，逻辑上直到其边际报

酬下降到近乎零。而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则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它会在边际报酬降

到低于市场工资时，停止再雇用劳动力。这个道理是苏联的恰亚诺夫在俄国农业

经济的大量经验证据上提炼出来的 （恰亚诺夫，１９９６：第３章）。正是因为这样

的组织性逻辑的不同，华北、江南的小家庭农场，所得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高于

经营式农场的，但按照每工作日计算，其劳动生产率则要低于经营式农场。这就

是我所谓 “内卷”的基本含义。

这种 “内卷”趋势在民国时期持续了下去，在中国农业经济 “国际化”的趋

势下，包括外来资本 （尤其是日本在山东）所建立的纱、布工厂，棉花经济进一

步扩充，而棉花—纱—布的分离 （原来是由同一家庭农场种棉花、纺纱、织布，

现在则由工厂产纱，再由农村手工织布），大规模提高了农村的商品率 （可能达

到４０倍）。但过密化逻辑基本一致，农村劳力普遍种植少于自己劳动力在理想条

件下所能耕种的面积。“内卷化”仍旧。

我为什么要强调 “内卷”或 “过密”？因为人口众多、就业不足的问题正是

中国最基本的 “国情”之一，也是中国历史的基本动力之一。正因为劳动力相对

过剩、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短缺，在历代王朝中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

危机和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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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农民运动，分配不均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里应该进一步说明人

口过剩与分配不均间的相互关系。很明显，在前现代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土地分

配要比在中国长期的地主制度下更加不平均，封建领主和普通小农之间的身份和

收入要比中国的地主和小农之间更加悬殊。因此，如果完全从分配不均程度来考

虑，似乎欧洲更应该引起频繁的农民造反运动，但历史事实正好相反。其中的关

键原因是人口压力迫使更多人生活于糊口边际，而一个水深没颈的人，对分配不

均感受会比一个处于小康状况的人更加迫切。这样，就更可能导致更强烈的造反

动机。

我们也可以就近从中国江南和华北的不同来说明这个问题。江南地主占地比

例要比华北高得多，达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相对于华北的１５％。也就是说，

江南的贫富不均状态要比华北严重。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共产党农村革命运动在

江南应该比在华北更具号召力。但历史事实正好相反。共产党革命之所以成功，

很大程度是出于其在华北平原获得的广泛的民众支持，而在江南则并没有获得这

样的民众支持 （Ｃｈａｎｇ　Ｌｉｕ，２００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江南土地肥沃、作物生

长期较长，运输和商业比华北发达，也因此总的来讲要比华北更近乎小康生活水

平。这是江南农村人民之所以更不容易接受革命的基本原因。而华北则土地贫

瘠、人口压力 （相对播种面积和产出）严重，而且天灾频繁，因此更容易接受共

产党的革命运动。说到底，其中道理是人口压力会扩大、加重贫穷问题。

１９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明显是由大规模社会危机所推动的，它之要求

均分土地正反映了人口过剩和分配不均的事实。其后的国民党时期，天灾人祸频

繁，造成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死亡，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基本动因，而革命政权

下推行的土地改革同样也不是偶然的。其后，通过集体化为农村提供基本生活保

障和公共服务也不是偶然的———它们反映了农村人民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像舒

尔茨那样一笔抹杀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和起源，我们更不能把国民党时期的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实际想象为１９、２０世纪初的美国农村。

２．集体化时期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集体化并没有能够成功地改造中国农村经济。在人民

共和国时期，中国农村实现了舒尔茨强调的现代工业科技因素的投入 （主要是机

械化、化肥与科学选育良种），但它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许多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

家那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农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于糊口水平。

根据舒尔茨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废除土地私有并过分控制生产和

价格，因此没有允许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作用 （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４：第８章）。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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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观点有一定的正确之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继续讨论。但是，我们也应该

指出，他再次完全忽视了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可以用日本和中国的农村发展历史的不同来说明。在日

本，现代技术的投入是在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增加的历史情况之下实现的。当时因

为城市工业蓬勃发展，吸收了相当部分农村人口，因此，农村人口基本稳定。农

村劳动力得以吸收现代投入所赋予的产出上的提高，也因此能够实现农村劳动生

产率和收入的显著提高，也就是我们意义中的现代型发展。

但是，在中国，在这些投入实现的同时，农业从业人员 （“第一产业就业人

员”）增加了将近７０％ （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７３亿到１９８０年的２．９１亿，《中国统计年

鉴》，２００４：１２０）。加上集体化下妇女劳动力的动员以及每年劳动日数的增加，

大规模的劳动力增加决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依赖原来劳动量的约４倍的

投入，伴随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已经相当高的总产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产出

提高了约３倍。这是可观的成绩，但是，每劳动日的报酬不仅没有提高，实际上

是降低了 （Ｐｅｒｋｉｎｓ　ａｎｄ　Ｙｕｓｕｆ，１９８４；黄宗智，２０００ｂ：４４１）。复种指数大规模

上升，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结果是内卷化的持续。

今天回顾，集体化时期的农村政策肯定有其失误之处。对农业经济控制过

严，统死、卡死，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肯定是一个因素。相对

后来联产承包制下的家庭化管理制度，集体生产显然在劳动力使用上是低效率

的：上世纪８０年代，从集体农业释放出１亿劳动力就业于乡村工业，而农业生

产水平非但没有下降，而且持续上升，便是最清楚的例证。这是舒尔茨理论所看

到的、突出的问题，但是，舒尔茨没有看到人口问题。当时农村政策的关键性失

误是没有正视人口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以致后来迫不得已地必须采取比较极端

的生育控制。正因为如此，现代技术投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绝大部分被

人口压力所蚕食掉。

３．改革时期

改革的最初几年之中，即１９８０年代上半期，中国农业出现了相当显著的发

展，达到每年５％～６％的幅度。舒尔茨等人把那个发展完全归功于去集体化

（黄宗智，２０００ｂ：２５０～２５１）。他们的 “论证”其实再次主要是出于其基本信条

的推理：中国脱离了他们极力反对的计划经济体系，采用了市场经济，解散了集

体农业，采用了个别家庭自主的组织体制，当然只可能导致农业发展。（至于其

发展不足，他们同样根据从市场经济理念出发的推理，认为只可能是因为他们还

没有完全采用美国模式。这一点下面还要讨论。）但事实是，把农业劳动力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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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组织中释放出来固然是个重要因素，但８０年代初期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整

同样重要。此外，因为石油工业达到成熟发展而大规模提高的化肥供应，也是个

重要的因素。按照一般化肥对粮食产量影响的比例计算，折吨量乘４．１得出化肥

实物量，再乘３得出产量可预期提高量，可以解释很大部分的产量提高 （见Ｐｅｒ－

ｋｉｎｓ，１９６９：７３；参见黄宗智，２０００ｂ：２５２～２５３）。① 正因为如此，８０年代上半

期所出现的高速农业发展结果只是短暂和一次性的，到了８０年代后期，便已再

次趋向缓慢。

事实是，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较高或者较低的劳动积极性只能影响单位

面积的劳动投入时间，对其产量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过密的劳动投入会导致边

际劳动生产率的递减，而反过密的劳动力释放，除非完全就业，只能导致休闲量

的增加，不会显著影响亩产量。这个道理在上世纪３０年代的华北农村以及８０年

代的松江县已经十分明显 （黄宗智，２０００ａ：第９章；２０００ｂ：２５１～２５４）。无论

是在解放前的市场经济下，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生产下，或者后毛时代的承包

制下，都是同一道理。

像舒尔茨那样把改革前的农业问题完全归罪于集体化，和其后的成绩完全归

功于非集体化和市场化乃是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事实

是，中国农业最最基本的 “过密”问题仍然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我们再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蓬勃的乡村工业化。截至１９８９年乡镇企业吸收了

将近１亿 （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 （０．９４亿， 《中国统计统鉴》，２００４：１２３），

再一次带来了可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机会。但是，农村的劳动力是如

此的丰富，当时自然增长率又仍然是如此之高，“乡村农、林、牧、渔”从业人

员在十年乡村工业化之后仍然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９８亿增加到３．２４亿。（乡村人口则

从８．１亿增加到８．８亿，乡村总从业人员数从３．１８亿增加到４．０９亿。）劳均耕

地因此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递减 （同上：４７３～４７４）。农业仍然过密，农业劳动

力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中。

再其后，９０年代至今，中国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全球资本大规模进入，

城市经济大幅度增长，又吸收了约１亿 （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再次提供了农业

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机会和可能。但是乡村农业从业人员数只有少量的递减，从

１９８９年的３．２４亿到２００３年的３．１３亿 （同上：４７４）。中国劳动力人数及其自然

增长率是如此的庞大，以致改革以来将近３０年之中发展起来的惊人的非农就业

总的来说仍然少于农村自然增长的数量。这就是今日劳均仍然只有７个播种亩的

① 再则是品种的作用，譬如杂交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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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因。① 总的结果是，时至今日，农村仍然人口过剩，农业仍然过密，大量

务农劳动力仍然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农业收入也因此十分低下。这是今天的所谓

“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

简言之，回顾中国农村经济历史，人口压力问题明显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

一。正因为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中国不可能像舒尔茨他们提倡的那样突然采用

农村土地私有制，完全依赖市场经济来做分配。按照舒尔茨的方案来做，只会再

次导致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那种大规模社会危机。

二、土地承包制度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土地承包的均分制

度乃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措施。入城打工的农民面对的是不公平待遇、不

稳定就业，但如果一旦失业，仍然可以回到家乡种口粮地、承包地糊口。在今天

的制度下，口粮、承包土地制度所起的作用在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村中等于是一种

替代性的社会保障，保证两亿农民工有家可归。这个事实，正如中国由农村包围

城市的革命运动一样，是舒尔茨等人所不愿正视的事实。其中关键仍然是他们没

有正视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基本国情。

但是，这并不是说承包土地乃是一个理想制度。应该指出，问题是这样的制

度化了的口粮、承包生产方式极其容易僵化。对从事这样生产的农户来讲，他们

觉得别无选择，大家紧紧抓住自己认为是应得的承包地 （和自留地）使用权来补

助非农业的收入。首先以为这个制度是公平的，因为全村其他人都处于同样的状

况并且也都这么想。同时，上面已经指出，口粮地等于是一种经济保险，因为如

果一旦在城市失业，起码还有家可归，有地可糊口。另外，哪怕有意在土地上做

进一步的投入来种植价值较高的作物或进行多种经营，但是筹资无门，银行不贷

款，而民间贷款的利息又普遍起码要求１％／月，是农产品所不大可能达到的资

本回报率。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用这样的劳动力来维持农产品生产是最廉价、

最 “经济”的办法。它也是目前容忍、掩盖农业从业人员中三分之一到一半劳动

力的隐性失业的一个方法。城市的普通老百姓一般也认可这个制度，因为这样可

以在各种消费需要的压力之下维持农产品的较低价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种利

益集团所愿意维持的制度，哪怕它是个低报酬的农业生产制度。

① 当然，近年来城郊农民承包地被大规模征用，达到１．５亿亩，涉及９　０００万人，也是
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陆学艺，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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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 “男耕女织”是个非常牢固的经济体，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可

能同样牢固的半工半耕的经济体。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状态称为僵化了的过密型

农业经营。同时，因为它是个被国家政权制度化了的东西，也许更应该称作 “制

度化了的过密型农业”。

整个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

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

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

地卷在一起。正是这个制度替代了原来的集体生产。

上述是比较明显的制度性因素，但是此外还有一个组织性因素。今天的小农

农户，仍然 （正如恰亚诺夫多年前指出的那样）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

单位。同时，它的劳动力是既定的。因此，它会做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单位不会

做出的抉择，会愿意为 （低于市场工资报酬的）自家消费之用而种植口粮／承包

地，会 （像过去那样）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而结合主业和副业，结合主要劳动力

和辅助性劳动力的使用。过去种植业是主业，在农村打短工或在家纺纱织布 （或

缫丝）是副业。今天半工半耕的农户则以城市打工为主 （主要收入来源），家庭

种植为副。今天中国的半无产化了的农户之同时从事 （半就业型）种植业和城市

（镇）打工既是出于这种农户经济单位的组织性逻辑，也是出于国家政策性抉择

的原因。

说到底，今天的这个制度的起源还是人口过剩问题。正因为人口过剩，才需

要国家的干预来均分土地，避免社会动荡。在此，我们可以做以下的小结：舒尔

茨等人认为计划经济会导致农业经济的僵化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减少政府控制会

提高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和效率，也是正确的。但他们完全无视中国人多地少以及

历史上的大规模社会危机的基本国情，意欲把他们设想中的美国农业模式照搬到

中国使用，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从舒尔茨的观点抽出他的正确之处，

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选择？

三、当前的历史性契机

上面已经突出了当前的 “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的众多问题。中国该怎样来

走出这个困境？下面我试图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提出一个既包含舒尔茨的正确之

处也照顾到中国国情的方案。

上面已经看到，由于在 “全球化”资本投入的推动下，一亿多农村劳动力进

入城市打工，连同乡村工业化，形成了历史性的两亿多农民的非农就业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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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这个趋势正好与其他两大趋势交汇。一是国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的生育政策所导致的生育率下降终于反映于新就业人数的下降。另外是伴随国

民收入上升而来的食物消费转型，从以粮食为主的模式转向粮—肉鱼—菜果兼重

模式，并因此形成了对农业生产的不同需求，推动更高劳动投入和成比例、超比

例价值农产品的需求。这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正为中国提供一个历史性契机。

如果能够建立适当的制度环境，借市场需求来推动农业生产，应该可以走出长时

期以来的农业过密化困境，提高农村土地／劳力比例，提高务农人口收入，使大

多数农民逐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 （见黄宗智，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ｂ；黄宗智、彭玉

生，２００７。）

上面已经提到，舒尔茨坚持在市场机制运作下，不可能有劳动力过剩。事实

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而今日的历史性契机则完全来

自舒尔茨视野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最近，我和彭玉生教授合作，试图对这三个趋势在今后１０到２５年中的可能

走向作一个比较系统的估计。首先是根据近年的人口和就业趋势来看今后的

去向。

先要说明为什么许多学者会悲观地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将长期陷于人多地少

的轮回，无以解脱。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大量国企职工下岗，城乡整体

非农就业增长速度锐减，从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６年的平均每年１５００万，下降到１９９７至

２０００年的平均每年６５０万。仅仅勉强消化了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农业从业人员

仍然徘徊于３亿线上。这是 “三农问题”讨论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案的

部分背景。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经过几年的痛苦适应，城乡整体非农就业增长速度最

近几年又回升到每年１０００多万的数量。务农人数也在２０００年以后以平均每年

２％的速度递减，即每年约６００万左右。同时，现今人口的自然增长趋势业已减

缓，从１９８０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３７％下降到今天的０．６％左右。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亦

将随之减缓。今后即使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减缓，务农人数应能仍然以每年五六百

万的速度下降，并于２５年后减半。①

总之，中国农村人口就业正处于两大趋势的交汇之中。两亿农民的非农就业

和人口生育率的降低 （及随后劳动力自然增长的减慢），导致长期以来务农人数

① 我们根据目前的趋势，假设未来务农劳动力将每年继续减少６００万。这一假设与中国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预测不谋而合。后者纳入近年来１６～２４岁青年劳动参与
率的显著下降 （主要因升学），得出比我们更乐观的估计。参见吴要武、李天国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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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次持续下降。这是个划时代的变迁。

与此同时，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

蛋白的转变。动物类副食品 （鱼、肉、蛋、奶）的消费量逐年上升，特别是近年

来，奶及奶制品的消费迅速攀升。与此相对，粮食消费显著下降，反映出动物类

副食品的替代作用。

毋庸赘言，中国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但是从食物结构的转型上看，城乡

却是同步的。先看肉类消费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城市人均约为２１公斤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三年平均），农村人均１０公斤，城乡之比为２．１；到近几年，城市

人均肉类消费量是３１～３２公斤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三年平均），农村人均１９公斤，

城乡之比减缩到１．７。再看水产类消费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城市人均７．７公

斤，农村人均１．４公斤，城乡之比为５．５；近３年，城市人均１２．８公斤，农村人

均４．６公斤，城乡之比减缩到２．８。

食物结构的转型也是横跨不同收入群体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家计调查收入分

组资料，鱼、肉、蛋、奶人均消费量随收入水平递增。纵向比较１９９５和２００５年

的收入分组资料说明，动物蛋白消费量的提高不仅体现在高收入人群，也体现在

低收入人群。比如，１９９５年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１０％人口的肉类 （猪、牛、羊、

禽）消费量分别是人均３０．２公斤和１７．５公斤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６：表９～

１０）；到２００５年，这两个极端收入组的肉类消费量分别增长为３７．５公斤和２３．７

公斤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表１０～１３）。所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高能量的动物蛋白消费量将继续提高。中国人在食品结构上的要求，无论城

镇还是乡村居民 （排除体力和非体力劳动主要是量上的差别），应该是基本一

致的。

彭玉生和我根据今天城镇平均和城镇中上层４０％收入组的消费量，来估算

全国食品消费量未来的需求和上升空间。城镇中上层４０％的人均肉类、水产消

费量分别为３７公斤和１５．６公斤，即每日约３两鱼、肉的水平。在我们看来，这

已逼近鱼、肉消费量的饱和水平。根据这个标准来估计，人均水产消费量还有较

大上升空间，接近翻番 （９０％）。全国肉类人均消费量，还需要增长４４％，就能

达到目前城镇中上层的消费水平。其中猪肉上升余地较小，牛羊肉和禽肉的上升

空间较大。鸡蛋还有 ５５％ 的上升空间。而奶及奶制品的上升空间最大，

为１５０％。

同时，人均粮食食用量有望减半。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粮食的总需求会下

降，相反，粮食消费的减少意味着肉食消费的增加，而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

饲料。根据我们对未来畜牧业发展潜力的估计，饲料粮大概还有１亿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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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蔬菜消费，仅从斤量考虑，上升空间不大。① 今后的发展方向不在于产量或

播种面积的扩大，而主要在于改进品种、档次、加工和运销。比如，北方在过去

的大、小白菜之外，加上茄子、西红柿、油麦菜、丝瓜、芦笋、韭菜、空心菜、

木耳菜、鸡毛菜、苋菜、娃娃菜等多样品种，甚或有机蔬菜。②

相对蔬菜消费量，水果消费量偏低，但有上升趋势。全国人均水果消费量为

３４公斤，城镇中、上层的人均消费量为７０公斤。发达国家的水果消费水平是

１００～１５０公斤，水果消费水平偏低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中国人还没有饮鲜果汁的

习惯。随着电冰箱的普及，水果和果汁的消费有很大上升空间。

总之，食物消费转型是近年来在大规模非农就业和人口增长率下降之外的第

三个历史性变迁。

我们根据近年变化的趋势对未来的食品消费继续转型作了估计。从１９９５至

２００５年的１０年间，人均水产和肉类 （猪、牛、羊、禽）消费以每年约５％的速

度增长，人均蛋消费的增长速度为３．４％，奶及制品为１８％。我们如果假定水产

和肉类继续以每年４％的速度增长，蛋以３％的速度增长，奶类产品以１０％的速

度增长，那么，１０年以后，这些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将达到或接近增长的限值，

即今天中上层的消费水平。

这样的变化将会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因为粮—肉—菜兼重的农业多种经营

模式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２００５年每个务农农民平均１６９天务农，其中１３６天种

田，３３天渔牧。若按一年２５０个工作日来算，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失业的，即

①

②

蔬菜问题比较复杂。首先，若仅从产量来看，无论是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中国的
蔬菜生产似已领先世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但实际上，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总产５．４
亿吨，人均４１５公斤）可能偏高，联合国粮农组织采用的数字是２．９亿吨。同时，在发达或半
发达国家中，中国的农业组织是比较特殊的。时至今日，仍以一家一户的自留地为主，其实
是一种自然经济。在总产量中，绝大部分 （７９％）是不经加工储藏就地消费的，进入市场的
只占总产的２１％，因此浪费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全国的实际蔬菜消费量其实只占
总产量的２６％。

今后蔬菜的发展空间主要在于从普通的露地生产逐步转向更高比例的高档次、跨
（反）季节日光温室和大中棚生产，而这样的发展方向将会同时节省土地和提高收入。每亩日
光温室或大中棚所吸收的劳动力是露地菜的四倍，并赋予成比例或更高的收入。据估计，一
个劳动力进行日光温室和大中棚生产，只需一亩地，所能挣的纯收益是日光温室６０００～８０００
元，大中棚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种植露地菜则需要四亩地，纯收益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尚庆茂、张志
刚，２００５）。也就是说，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每一亩露地菜改为日光温室或大中棚蔬菜，可以
吸收四倍的劳动力并赋予其从业人员成比例或更多的收入。当然，今天大多数农民都习惯自
种自吃蔬菜，在近期内，这样的发展很可能主要限于城镇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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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左右剩余劳动力，这与学术界的共识基本一致。但根据我们的预测，１０年

以后，局面就可能会大为改观：每个务农农民要用１７６天种田，另外６４天从事

渔牧业，这就接近比较充分的就业。①

从农场规模来看，也能说明问题。根据我们的估计，１０年以后劳均播种面

积将从今天的７个播种亩②提高到１０亩左右，而２５年之后将达到１５、１６亩。在

改革初期以粮为主的农业结构下，一个劳动力的适度规模在江南起码是１０亩，

华北１５亩，但是在今天向多种经营转型的农业结构下，只需要当年约一半的耕

地。这里估计的２５年之后的劳均１５亩将会是超过一个劳动力 （凭今天的技术）

自己所能耕种的规模。即便假设在未来的２５年里，农业劳动力下降的速度达不

到每年６００万，而是每年４００万，到２０３０年农业劳动力总数为２亿，劳均播种

面积约１２、１３亩，那么每个农民仍然需要工作３２０天左右。所以，无论如何，

１０年至２５年内，中国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应会明显改善。

收入的估计比劳动时间的估计复杂许多，这里不可能详细重述。我们采用的

是非常保守的静态估计，没有考虑到今后的技术更新、市场价格的上升或国家的

价格调整 （因为这些变化不好量化估计）。虽然如此，我们的估计是，到２０１５

年，劳均农牧渔的净收入可能会增长到五六千元，增长速度为每年４％左右。到

２０３０年可能增长到１００００多元。这些数字是根据２００３年的不变价格来估算的，

必须以今天的收入和价格结构来理解。

即便是在上述最保守估计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农民如果在今天

的收入和价格结构下能够单靠务农平均挣１００００块钱，应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农业从业不会像今天那样陷入绝境，只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当部分

急不可待要脱离农业的农民应会愿意留村，在农业经营中谋取出路，今天农村的

青壮年几乎全体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应能得到缓解。此外，农业收入一

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定也会相应提高 （不然农民就不会愿意外出打工）。

有人会认为工资一旦这样提高，中国将会失去其争取全球资本的 “比较优

势”。我们认为这是个盲点，其一，较高和较稳定的待遇应会提高劳动者工作效

率，减少今日许多不合理的浪费。其二，即使工资成倍上升，中国的劳动力价格

①

②

虽然我们的估算是基于２００３年的不变劳动生产率，可以肯定的是农村隐性失业问题
将大大缓解。到２０３０年，每个农民就需要用３００天种田，１２０天从事渔牧业，形成显著的农
业劳动力不足。假如我们以上估计正确，那么农业劳动生产率将在１０年后进入快速增长时
期，截至２０３０年至少有约三分之二 （≈４２０／２５０－１）的增长空间。另外，以上的估计没有考
虑到农村手工业的可能作用，因为目前没有比较系统的数据。

今天是人均２．４播种亩、户均９亩、劳均７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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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将是世界上相对低廉的 （现今只是台湾、香港的约１／１０，美国的１／４０至

１／５０）。① 其三，伴随经济进一步发展，对外来资金的依赖度也应会逐步减低。

无论如何，今天的 “三农问题”应该可能得到缓解。

上面简述的这三大历史性变迁之中，两个———就业趋势和人口自然增长———

直接关联人口过剩问题以及国家控制生育政策，乃是完全出于舒尔茨视野之外的

因素。第三个———食品消费转型———也完全出于舒尔茨考虑因素之外。但正是这

三个因素形成了今天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性契机。

当然，这一切只是个模拟和契机，去实际还远，它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持才可

能实现。但当前农业政策在实施中已经把小规模农业的不能发展当作理所当然，

地方官员心目中普遍把美国模式当作中国农业的唯一可能发展方向。他们扶植的

是大规模的专业化企业型农业，不是小规模的家庭多种经营。即便是反对美国模

式、要求维护土地承包制度的官员们，也普遍认为小规模家庭农业发展潜力十分

有限，中国农村必得等待更高度的城市化和非农就业，才有可能克服当前农业收

入低、农村 （相对）贫穷的问题。因此，观点对立的两派在农村产权问题上固然

针锋相对，但却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农业的低收入和劳动力过剩问题，必须等待

进一步的城镇化才有可能解决。也就是说，农业目前基本是个绝境。而我们提倡

的则是要在农业本身里面挖掘走出中国过密困境的道路。

四、与美国模式的不同

应该说明，我们设想的中国农业发展模式和舒尔茨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

们设想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和舒尔茨的完全不同。我们设想的是中国将来的劳均

１０到１５亩的家庭农场，而他心目中的则归根结底是美国的家庭农场，是今天劳

均９００亩的家庭农场。我们设想的是小规模的多种经营，而他设想的则多是相对

大规模的专业经营。我们设想的是后工业化时期的２１世纪的小农场，将会越来

越多地使用后工业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例如，农业部从２００３年以来致力推

广的 “秸秆养殖”模式便可能具有相当潜力。配合新生物技术，农村很多被废弃

① ２００２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相对工资水平，如果以美国为１００的话，墨西哥为

１１．２，巴西为１２．０，韩国为４２．９，中国台湾为２５．４，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２７．３，新加坡为

３４．１。而同年中国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２．９％，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则更低，仅为美
国的１．９％左右。引自蔡昉 （２００６：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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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的农作物秸秆，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生物剂而改成高质量、低成本的牲畜饲

料。① 此外是生物能源。一个颇有潜力的可能是在黄河以北占全国土地面积足足

４１％的草原地带种植甜高粱，用来生产可供汽车使用的生物能源乙醇燃料以及糖

和酒精 （《中国的甜高粱》，２００６；朱志刚，２００６）。上述只是两个可能的例子。

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应会发明更多的可能。而使用生物技术的方法一般将会是环

保型的生态农业，是绿色产品，是长期可持续的农业，也可以称作为 “后工业化

的 ‘小农经济’”。舒尔茨设想的则完全是从传统农业转向工业化技术的农场。

更多的不同在于配套条件。显然，我们上面所说的历史性契机只不过是一个

契机，去实际甚远，因为它的实现还需要制度性和其他的因素。我们模拟的小规

模农业还不具备充分发达的融资条件，而舒尔茨心目中的则是根据美国现实把银

行贷款等认作既定条件。我们模拟的农场也尚未具备充分的运输、销售等等必要

的进入市场条件，而舒尔茨设想中的则是把这些当作既定条件。我们提出的未来

估计只不过是需求方面的趋势，尚未具备具体的制度性设施的计划，而他的则把

制度性条件当作给定前提。这些不同所突出的是市场化中国家的关键角色的

必要。

① 据报道，一斤秸秆发酵菌剂可以在三天到一周之内发酵一吨成品生物饲料。另外，
“分解剂”据称可以不经青贮发酵而把秸秆直接分解，不仅适用于牛羊等反刍动物，也可用于
猪鸡等单胃畜禽。众所周知，传统的养殖方式———放牧食草的牛、羊，舍饲圈养吃粮的猪、

禽———都面临严酷的资源限制，要么是过度放牧加快草地荒漠化，要么是耗粮牲畜导致粮食
短缺。但秸秆养殖不同，它不是与人争粮而是节省粮食的饲养，可以相当程度地提高单位面
积土地所能供养的牲畜量。据报道，用粮食养猪，一亩玉米仅够养一头猪，而通过分解秸秆
的利用，一亩玉米足可喂饲五头猪。因此，相对只种玉米而言，可以提高三倍的收益。而这
样的秸秆养殖，其发展空间可能是相当宽阔的，因为全国每年共产各类秸秆５亿吨左右，加
上茅草等则达到７亿吨 （《论秸秆分解剂在养殖业中的应用》，２００６）。

此外，应该说明，这种中国式的新时代农—牧模式很不同于传统西方的农—牧模式。后
者主要是放牧的、食草型的，得助于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不适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

１９３０年代，卜凯曾经论证，用种植粮食供养人口，以单位面积土地效率来计算，足足是放牧
菜牛奶牛所能供养的六到七倍 （Ｂｕｃｋ，１９３７：１２）。这也是中国高人口密度农业之所以长时期
僵化于 “单一小农经济”的根本原因，与西方传统的粮—畜并重模型很不一样。我这里提倡
的绝非模仿传统西方的农—牧模式，而是中国式的、小规模的、使用新时代的技术的模式。

用粮食舍饲圈养牲畜本来就比放牧食草用地少得多，加上秸秆养殖和甜高粱等方法可能起的
作用，当更加如此。在这样的种—养结合模式之下，食物产品和消费的结构虽然类似于传统
西方的粮—肉兼重模式，但是其经营规模、技术、逻辑都很不一样，符合今日中国的客观情
况，也是后工业时代科技条件下的可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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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的角色

作为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国家干预越少越好。新

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信条是把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认为必须在政府干预

最小化的制度环境下才可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合理配置资源。① 新制度

经济学则特别强调唯有在产权完全明确私有化的制度下，才可能接近理想的 “零

交易成本”状态，提高效率，由此促进经济发展。② 对许多中国制度经济学者来

说，这套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削弱国家机器，甚或通过休克治疗消灭现存政治

体制。

但实际上，中国近３０年的市场化发展 “奇迹”的动力其实主要来自国家，

首先是乡 （镇）、村级 （集体）政府推动的乡村工业化，③ 而后是省、市、县级

政府带动的 “招商引资”。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体制的演变与新古典经

济学的预测完全相反，非但没有收缩，反而更加庞大。

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家体制显示更多令人不满的弊端，尤其是官

僚机构的更加臃肿、权力的商品化、部门的牟利化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明

显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韦伯意义中的 （“理性”或现代性）“科层制化”，建立或扩

大了许多专业化的合理部门与管理体系，诸如环保、食检、质检、城建、机场、

交通等等。④

其实，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同时包含三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历代王朝时期的

“官僚”体系，革命时期得自苏联模式的 “干部”体系，以及新近提倡的现代西

方 “公务员”体系 （袁刚，２００７）。高密度人口自始便是高度集权的历代政治体

制下的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黄宗智，２０００ｂ：第１６章）由之形成的大规模社

会动荡则是现代共产主义革命所建立的全能政权的根源；而市场化改革下的模仿

西方则是新公务员制度的来源。正是这三者的组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国家政治

体制。

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这个 “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成功地激发了乡村

基层和地方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让他们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点已

①

②

③

④

另外，例见哈耶克 （２００３）。

这几点基本认识可以见于诺思 （１９９２）。

关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的乡 （镇）、村政权体制改革，见赵树凯：《县乡改革的历
史审视》，载 《中国发展观察》２００７第７期 （ｗｗｗ．ｄｒｃｎｅｔ．ｃｏｍ．ｃｎ）。

例见贺东航 （２００６）对闽南某县 （改市）的扎实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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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的共识。① 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既是改革以来经

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众多弊端的根源。②

对于改革３０年的经历的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失误在于他们认为必

须削弱甚或消灭的 “体制”居然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旧体制内

的村、乡政府，以及后来的省—市—县政府的推动，便不会有近３０年的经济发

展。请问：如果３０年代的国民党在当时进一步放权给地方政府并号召它们推动

经济发展，会做到什么样的结果？更有甚者：当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协

助，中国的企业怎能在国内外与跨国公司竞争？问题是我们该怎样去理解目前的

政治体制，以及它所连带的无可否认的弊端？怎样去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性，而

又同时改进它的众多弱点？问题不是怎样通过休克治疗去消灭现存体制。

今天需要的不是硬搬舒尔茨理论的设想，强调要把国家干预最小化。今天需

要的是认识中国农业的将来应以小规模农业为主体的现实。舒尔茨认为应该通过

市场机制来激发农民的自发图利积极性来改造农业，不要把农村经济统死、卡

死，是正确的。但是，他无视中国人口过多的基本国情，把大规模的美国家庭农

场当作中国农业发展的范本，是完全错误的。他更把美国模式构建为一个没有国

家干预的纯市场竞争模式，也是错误的。首先，这不符合美国历史实际，美国事

实上长期干预、扶持农业 （美国联邦政府当今每年补贴全国农场２００亿美元）。

其次，无干预的农业经济完全不符合当代中国历史实际和农业的需要。事实是，

强有力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器使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其生育控制则使

中国农业当前的历史性契机成为可能，而今后农业与农村的可能改造的责任则非

国家莫属。

六、两大国情的相互关联

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和人口过剩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两大基本国情———其

实是紧密相关的。庞大的人口造成大规模的贫穷，导致社会危机，而古代的政权

虽然高度集中，同时也高度简约，对社会基层其实高度放任，由其市场机制自由

①

②

如此的分析例见Ｄａｖｉｄ　Ｌｉ（１９９８）的综合、总结性讨论；亦见 Ｑｉａｎ　Ｙｉｎｇｙｉ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０）。

这样的事实也说明，改革时期的发展显然起码一部分是在其前的毛泽东时代建立的
党政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形成的；两个时期的 “制度”其实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经济上的连续
性更毋庸赘述：没有毛时代的基础建设和重工业发展，便不可能有后毛时期的多元发展。这
一切都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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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 （黄宗智，２００７ａ）。正因为如此，无法克服大规模贫穷的问题，造成周期性

的农民运动与战争。进入近现代，正是相应这样的社会背景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革命，以及其后国家对社会的大规模干预。由此，在原有的古代官僚

体制之上，形成了现代革命对社会的 “全能”控制 “体制”，以及强烈的官僚主

义化倾向。

面对权力如此庞大、如此高度渗透基层的 “体制”问题，毛时代采用的主要

是两种对策：一是通过 “开门整党”的群众运动来纠正政治制度的官僚化，最终

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一是由中央的条条放权于地方的块块，赋予第一线的

基层和地方更大的灵活性。后者正是改革时期所运用的方法。

现在回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乡村工业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那个基层中

的几种重要因素的巧合。先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于为社区服务的优秀社队干

部群体；再则是资源所有权和管理合于一体的集体制度。中央的放权激发了两者

结合下的灵活性和积极性，由此推动了蓬勃的乡村工业化。当然，农业劳动资源

过剩和此前的工业化也是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其后，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之

后，以及在国际资本全球化的大潮流下，投资供应和需求规模扩大，已非村—乡

级集体所能承载，由此推动了经济主体上移到县—市—省政府。后者不像村—乡

那样具有现成的集体所有制，因此导致了从以集体为主体到由官—企／商结合为

主体的制度转向。但其动力仍然相当程度来自原来的放权到第一线所触发的灵活

性，以及地方干部为本社区服务的价值观。不同的是，在新官方市场化理论和词

汇所制造的大氛围下，同时激发了地方官员的私人牟利动机和行为。在市场主义

意识形态下，追求一己利益被修饰为新时代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市场机制配置效

率、发动 “人力资本”的正当办法和行为。

显然，今天的 “体制”中的腐败和 “官僚主义”弊端的根源不像舒尔茨设想

的那样完全是毛时代革命遗留下来的 “极权”体制，而可能更多的是市场化下为

一己谋私利的资本主义意识。根据提倡休克治疗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萨克斯的模

式，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功乃是极其偶然的，其非市场、非私有、非完整

法制化的体制只可能越来越低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全盘模仿西方理想中的纯

粹市场经济以及其必备的民主—选举、自由—私产、法律—宪政配套。唯有如

此，方才可能把追求私利的个人主义变成为原教旨市场主义中的那种必然会保障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机制。①

当然，事实不会如此简单，也不会非此即彼。上面论述的历史经验说明的

① 萨克斯的理论例见杰弗里·萨克斯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胡永泰、杨小凯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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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纯放任的市场经济，如国民党时期的农村经济那样，不能处理中国的

大规模社会危机问题；（二）全能性的计划经济，如毛泽东时代那样，会导致官

僚主义化的政治体制和一个僵化的经济；（三）中央条条放权于第一线的基层和

地方块块，如改革时期那样，能够触发体制内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四）从计划

机制到市场机制的 “转型”，尤其是通过市场需求来带动生产，能够搞活经济，

但也会导致贫富不均和官员腐败。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体制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

说明国家所作的抉择十分关键。问题是：怎样去继承它原来为了社会公正而抓到

和建立的 “全能”权力，而又同时让它通过放权和市场化来与社会的经济潜力连

同促进发展？①

我们需要的是与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另一种学术思维方式，是从实

际经验，也可以说实践历史，而不是理论信条出发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② 中

国近３０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十分独特，需要扎实的经验研究并掌握实际和创新性

的理论概念来概括。在此过程中，固然可以，也应该借鉴于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

非常丰富、非常缜密的理论概念与方法。但是，也应该同时认识到，它们主要是

从理想化的 “理性经济人”和纯市场经济竞争前提出发，通过演绎逻辑而得出的

一系列理论。它们的长处是逻辑上的严密性；它们的弱点是无视与理论建构不同

的经验的理论提炼。我们可以通过与他们对话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概念，但决不应

局限于他们的理论。

思考中国的农业问题，必须认识到小规模农业将长期延续的现实，而小规模

农业的现实则突出了国家扮演关键角色的必要。今天需要的不是硬搬不符合中国

实际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农业发展理论，不是模仿美国模式，而是创建中国

自己的发展模式。其根本问题在于怎样激发、扶持小规模家庭农场的积极性。这

里应该包括一系列的制度选择：提供以小家庭农产为主要目标的融资渠道 （如免

息或低息贷款），触发以小家庭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协作，为他们的生产、运输、

销售提供必要条件，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廉价的后工业时代生物技术。这样，才

有可能创建舒尔茨所强调的使用新技术的低成本、高收益经济环境，凭此充分发

挥小农业的创新性和积极性。此外，由国家为农民提供基本医药保险，解除农民

今天在城乡对比下强烈感受到的不安全。事实是，唯有在国家的积极领导和扶持

下，才可能触发舒尔茨理论中的那种农民的积极性，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今天的

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

①

②

关于这一点的初步探讨见黄宗智 （２００７ａ）。

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 （２００７ｂ）；亦见黄宗智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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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是，当前的这个国家体制既是众多问题的解决出路，也是它们的来源。

今天需要的是把国家从一个控制性、汲取性的机器改造为一个服务性的机构。今

天需要的既不是计划经济下的集权体制，也不是舒尔茨设想中的看不见的手，而

是一个扶持性的手的国家。问题是怎样转化这个体制，不仅只转化它的理论构

想，更要转化它的实际运作。面对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习性，包括形式化作风和

官僚主义的潜规则与潜意识，这是个艰巨的工程。但是第一步必须要梳理清楚我

们对过去的计划经济的想法，以及对舒尔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想法。那样，才可

能认识问题的真实性质，才有可能谈到对策。

七、理论的局限

最后，要说明我自己和舒尔茨对经济学和其所谓 “理论”的态度的基本不

同。显然，我自己的所谓 “内卷”／ “过密” “理论”，自始便和特殊的历史和社

会背景相连。它是从历史实际提炼出来的分析概念，是一个与经验证据紧密结合

的概念。明清以来直到１９８０年代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农业是 “过密”的，但在

近年的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下，未来的趋势很可能将是 “去过密化”。显

然，我的所谓 “过密化”“理论”自始并不具有超越特殊历史情况的普适野心，

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统治集

团为获取世界霸权而构建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理论。它从来就 “只不过是”一个学

术分析概念，不能超越时空。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和古今皆准的绝对、普适真理。

任何理论都有它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得通过当时的环境来理解。我们不要

迷信所谓 “科学”。在人文社会领域，我们研究的是有意志和感情的人，不应该、

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对没有意志和感情的物质世界那种数学似的科学方法去理解。

前者与外因的关系是双向的、由客观与主观因素互动的，后者才是单向的或客观

的。即便是生物科学，也不可能带有今日许多经济学家自我宣称的那种类似于数

学那样的科学性、精确性、绝对性。其实，物理学本身也早已超越了牛顿物理学

那种绝对的时空观。

今天，要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寻找出一条可行出路，我们需要的是从实际出发

的思维，不是任何简单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硬套。中国当前的经验和问题是史无

前例的，不可能通过任何学科或学派的议定前提来解决。它需要我们正视经验的

严谨研究，而不是迷信所谓科学的意识形态。它需要我们在概念上的既大胆而又

严谨的创新，而不是盲从任何理论模式。它需要的是多学科视野的灵活使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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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任何自命为科学的单一学科的方法或观点，更不是舒尔茨美国模式的盲目照

搬。正视中国两大国情的历史性，以及当前的契机，才有可能克服长时期以来农

业的过密化困境，走出一条后工业化 “小农经济”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蔡昉 （２００６）：《２１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Ｎｏ．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哈耶克 （２００３）：《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贺东航 （２００６）：《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来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载

《东南学术》第４期，第４２～５１页。

黄宗智、彭玉生 （２００７）：《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 《中国社会

科学》第４期。

黄宗智 （２００７ａ）：《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载 《中国乡村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５辑，第１～２３页。

（２００７ｂ）：《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载 《开放时代》第４期，第５～

２５页。

（２００６ａ）：《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载 《读书》第２、３期。

（２００６ｂ）：《制度化了的 “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载 《读书》第１０期。

（２００５）《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 《中国社会科学》第１期，第

８５～９５页。

（２０００ａ）：《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ｂ）：《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陆学艺 （２００５）： 《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ｗｗｗ．ｗｅｉｑｕａｎ．ｏｒｇ．ｃｎ／ｄａｔａ／ｄｅｔａｉｌ．ｐｈｐ？ｉｄ

＝４５４０。

《论秸秆分解剂在养殖业中的应用》，ｗｗｗ．ｓｈａｎｔａｎｇ．ｃｏｍ。（２００６年查阅）。

诺思 （１９９２）：《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

恰亚诺夫 （肖正洪译）（１９９６）：《农民经济组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尚庆茂、张志刚 （２００５）：《中国蔬菜产业未来发展法相继终点》，载 《中国食物与营养》第

７期。

萨克斯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胡永泰、杨小凯 （２０００）：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载 《开放时代》

第３期 （５月）：第４～２５页。

舒尔茨 （梁小民译）（１９９９）：《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要武、李天国 （２００６）：《中国近年来的就业状况及未来趋势》，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



中
国
小
农
经
济
的
过
去
和
现
在———

舒
尔
茨
理
论
的
对
错

２８７　　

劳动问题报告》，（Ｎｏ．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袁刚 （２００７）：《公务员、干部和官僚制》，载 《学习与实践》第３期，第５７～６２页。

赵树凯 （２００７）： 《县乡改革的历史审视》，载 《中国发展观察》第７期 （ｗｗｗ．ｄｒｃｎｅｔ．ｃｏｍ．

ｃｎ）。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４》，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６》，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的甜高粱》，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ａｇ／ｚｈ。（２００６年查阅）

朱志刚 （２００６）：《中国鼓励发展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５ｅ．ｃｏｍ。

Ｂｕｃｋ，Ｊｏｈｎ　Ｌｏｓｓｉｎｇ．１９３７．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　Ｌｉｕ．２００７．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Ｒ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ｚｉ　Ｄｅｌｔａ，１８５０～１９４９．Ｕ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ｉ，Ｄａｖｉ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

８８，ｎｏ．２（１９９８）：３９３～３９７．

Ｐｅｒｋｉｎｓ，Ｄｗｉｇｈｔ．１９６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３６８～１９６８．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ｌｄｉｎｅ．

Ｐｅｒｋｉｎｓ，Ｄｗ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ｈｉｄ　Ｙｕｓｕｆ．１９８４．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ＭＤ：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Ｑ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ｉ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１１，４：８３～９２。

Ｓｃｈｕｌｔｚ，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１９６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Ｃｏｎ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